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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

实现逻辑与路径选择*

周 加 来 张 晓 凡 周 慧

摘 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剖析县域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

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实现逻辑和路径选择是探索城镇化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点。研究显示：第

一，县域城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演进，其演进过程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第二，新时期推进县域城

镇化发展需要认清理论误区、破除现实困境。认清理论误区在于既要更新县域城镇化概念，辨析城市化、农村城市

化、城镇化和县域城镇化的区别与联系，也要坚持县域工业化发展，避免县域工业化与发展特色经济混淆。破除现

实困境在于，一是破除县域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困境，收敛区域差异；二是破除中西部县域产业承接能力不强，

产业结构趋同困境；三是破除县域人口结构失衡、教育养老资源供需失衡困境。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决定了县

域城镇化的实现逻辑，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化意味着县域城镇化面临人口优势和结构失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

求县域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县域城镇化重视物质和精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要求县域城镇化坚持绿色发展。第四，县域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包括制度保障、新型工业化发展、人口和服务供需均

衡、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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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胜阶段，我国

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国内矛盾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交织，亟待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创

新发展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长期以来，城乡发

展不平衡问题是制约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

的关键。过去以大城市、城市群为导向的城市化模

式加剧城乡割裂发展，使得城乡经济规模、人民生

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出现了巨大差异。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仍然在乡

村（龙花楼等，2023）。作为城乡经济的结点，县域

是融合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系统整体。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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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鸿沟使得县域成为城市地域和乡村地域交流

的重要层级，县域既是城市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向

乡村下沉的通道，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

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出台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的意见》，提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县城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县域城乡融合发

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建设，

推动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并对今后一个时

期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振兴做出了关键部

署。我国关于县域城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改革

开放之后中央一直强调小城镇发展，从“控制大城

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的政策变化，目的是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通

过农村城镇化缓解“三农”问题和推进人口城市化，

并以此规避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城市化和大型

贫民窟同步的社会失衡问题（温铁军等，2007）。

1983年，费孝通先生论述了小城镇发展理论，提出

发展小城镇对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费孝

通，2016）。随着国家现代化推进和宏观政策变化，

关于县域城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践界

的热点。目前对于县域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经济地理和城乡规划领域。前者将县域作为一种

地理层级，衡量县域层级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以及

和相关经济要素的时空关系（刘彦随等，2012；施凡

基等，2021）；后者趋向于县域城镇化的定位、实践

功能、政策意义等研究视角（雷刚，2022；金三林等，

2022；桂华，2022）。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思维等多方面变革的复杂历史现象，是中国共

产党将马克思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姚毓春等，2023）。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式

现代化的经济内涵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

目标，走区域协调、“四化”同步、绿色发展的道路，

最终在本世纪中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洪银兴，2022）。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县

域城镇化协调城乡发展、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功能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考量。县域城镇化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战略

为支撑（陆铭，2022），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新型

城镇化同步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县域层面

的策略反映。深入剖析县域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在逻辑，解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

化的实践路径和内在机制是探索城镇化道路、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点。

二、县域城镇化的历程回顾

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

制以来，县一直是我国安邦治国的重要基层行政单

元。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分为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县（自治县和市）和乡（镇和街道）

三级。从广义上说，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台湾地区外，我国的县级单元包括市辖区、

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从狭

义上说，县是指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台湾地区、市辖区、特区、林区以外的县、县级

市、自治县、旗和自治旗。县域城镇化是指在县域

范围内实现农村人口向县城区或者市区外的建制

镇的转移过程。县域城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

进，其演进过程与以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密

切相关（见表1）。
1.城乡分离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县域城镇化

处于停滞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孤立无援的国际关系，我

国需要加快建立工业体系，促进落后的农业国向先

进的工业国转变。随着“三大改造”的进行和苏联

模式的推进，大规模发展重工业与农村经济占主导

的矛盾促使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只能通过扭

曲产品要素价格、索取农村经济积累存活。农产品

统购统销和工农业剪刀差挤压了农业生产，加大了

城乡差距，迫使农民逃离合作社迁移城市。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发布意味着

政府调控农民盲目进城的力度达到了最大，标志着

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

移制度形成。为了进一步防止农民盲目进城，毛泽

东肯定了发展人民公社的重要性，提出要促进各县

以下工业企业的发展。在乡村发展工业不仅仅是

应对农民大规模进城的临时决策，也是基于地方工

业布局、支持乡村农业发展和地方工业发展的战略

构想（郑有贵，2021）。当然乡村工业发展仍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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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严格的户籍制度限

制下县域内形成城乡分割的产业体系，城乡关系处

于割裂阶段。

2.城乡互动时期：农村改革开始推进，县域就近

城镇化出现

1979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奠定了我国“四

化”发展的总体基调，并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

道路具体化。我们党开始关注人民主体地位，创造

性地提出了在 20世纪末初步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

构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指引下，农村改

革开始推进。这一时期“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

城镇”的思想方针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相辅相

成，共同支撑了县域层面乡镇企业的发展，人民公

社逐渐被乡镇企业替代。同时乡镇企业规模的扩

大进一步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离土不离乡”

的人口流动态势中，就近城镇化开始出现，形成

“乡—镇—县”的迁移局面，城镇数量迅速增加。

3.城乡协调时期：市场经济迅速繁荣，县域城镇

化抑制发展

过去“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县域尤其是乡镇的工业化，但逐渐超过了中央和

地方政府之间“分权的底线”，造成“国家能力”削弱

和地方政府间的盲目竞争、重复建设（周飞舟，

2006）。1994年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

之间的财权和事权，推动了地方政府新发展模式的

形成：一是乡镇企业出现规模性转制和国有企业股

份化；二是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城市”和

“经营土地”转变（孙秀林等，2013）。“沿海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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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年）

以农业为基础，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
1953年提出农业合作社，1954年发展国家资本
主义，1964—1978 年开启三线建设，开始工业
拉动城镇化。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
提出“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现代化

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
1954 年政务院下达劝阻农民入城指示。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

城镇化处于停滞状态
户籍制度和以工补农限制城乡人口迁移。
1966—1977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动人口迁移

城乡分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2012年）

“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总布局。2002年党的十
六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并提出
发展新型工业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增加了
社会建设基本目标，三位一体扩展到四位一体
总布局

小城镇户籍改革全面推进
1995年《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县
级层面以下户籍管理制度等长期问题开始
解决

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
2001年“十五”规划提出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
协调发展道路。2009年省直管县改革，2011年
提出扩县强权发展思路

城乡协调

双轨过渡时期（1978—1992年）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
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改革开放新时期总任务，即团结各族
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
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

城乡流动开始解禁
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
1984年国务院放宽建镇标准，全国城镇数量迅速增加

城乡互动

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2012—2020年）

“五位一体”总布局提出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提出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新四化”，党的工作重心从以“物”向
以“人”为中心转变。2017 年党的十
九大规划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提出主要矛盾转变

推动人口市民化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城区人口大于500万人
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城区人口
300—500万 I型大城市全面放宽落户条件并取消重点群体
落户限制；城区人口小于300万人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全面
取消落户限制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2022年《关于推进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意见》发布

城乡融合

基本实现现代化时
期（2020—2035年）

“中国式现代化”特
征提出
2021年，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规划》，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表1 中国式现代化和县域城镇化制度体系演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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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实行和逐渐开放的市场经济促进了东部沿

海地区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乡镇企业的崩

溃。“离土不离乡”城镇化格局被打破，农民外出务

工规模增加，拉开了跨市、跨省的异地城镇化的序

幕，重塑了我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这一时期我

国城镇化开始转为以城市规模扩张为主、以流动人

口为导向的异地城镇化。以大城市和城市群为导

向的异地城镇化带来了城市房价迅速增加、半城市

化和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十五”规划中，党提出

坚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城乡关系进入协调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快速扩张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暴露，发展县域经济开始成为

协调城乡关系、缓冲城市过快发展的对冲手段。这

一时期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持续推进，户籍制度限

制逐渐放宽，县级以下户籍管理制度问题得到解

决。为加强县域经济持续发展，部分经济强县进行

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县级政府获得了更大的管理权

限和自主发展空间，有效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和

城镇化的进行（张占斌，2014）。
4.城乡融合时期：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县

域城镇化再度重视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协调发展道

路，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随着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工业发展进入中后期，在城镇化总体

落后于工业化的背景下，依靠工业化拉动城市化的

可操作空间正在缩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工作目标。2014年新

型城镇化试点工作的开启标志着我国进入新型城

镇化发展时期。在新型城镇化发展初期，地方政府

促进大城市规模发展的城市化政策偏向明显，倡导

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大城市规模化发展促使

我国城镇化水平在 2019年突破了 60%。根据诺瑟

姆曲线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中后期阶段，发

展速度将会放缓。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

略的提出意味着解决好“三农”问题、协调城乡关系

开始成为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城乡经济的交

汇点，县域具有治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功能，是衔

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党的十九

大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县

域城镇化的再度兴起合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三、县域城镇化的困境与误区

当前，县域城镇化还存在概念不明晰、县域工

业化与特色经济混淆的认识误区，以及区域发展不

平衡、产业结构趋同、公共资源供需失衡等诸多发

展困境。

1.理论误区

第一，县域城镇化概念有待更新。城市化是社

会发展的一个过程，其科学定义是农村物质和精神

要素转化为城市要素的“量化”过程与城市要素不

断“同化”农村过程的有机统一（周加来，2001）。按

照城市化进程“S”发展规律，50%的城市化水平是

“量化”与“质化”的转化节点，在节点之前，城市化

以“量化”为主，当城市化水平达到 50%后，“量化”

速度开始减缓，“同化”速度逐渐加快，城乡关系开

始向城乡融合转变。农村城市化本质上是城市化

“量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表现为城镇化、农业

人口非农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三种过程的因

果联动，城镇化带动农业人口非农化，非农化促进

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而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工业

化协调发展。因此，城镇化只是实现农村城市化的

一种途径，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

长期以来，理论界把城镇化混淆为城市化，把

城镇化的“量化”过程视为城市化的一种常态，导致

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病”

日益严重，资源环境与城市承载力受到严重影响。

2022 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65.22%，大大超过了

城市化的“量化”过程，新型城镇化应以新发展理念

为指导，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适时地、分类别地向

“同化”转变，即城市领域城镇化以“同化”为主，农

村领域城镇化以“量化”为主。

我国广大的农村在县域。当前我国县域城镇

化的总体水平在50%以下，远远低于全国城镇化的

平均水平，城市化发展仍以“量化”为主。县域城镇

化成为我国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新发力点，其目标是

从整体上实现我国城市化从“量化”向“同化”的转

变，最终实现城市化的最高目标——城乡一体化。

过去对于县域城镇化的定义是镇域经济发展吸引

农业人口向乡镇、县域等具有城镇功能的地区转

移，实现农业人口转移的就地就近城镇化（杨传开，

2019；李强等，2017）。随着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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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加强，县域城镇化不仅是指过去本地镇域经济派

生下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也包括了大量跨地区迁移

下的人口城镇化。江苏省昆山市和浙江省义乌市

2010—2020年人口流入超过百万人，城镇人口达到

大城市规模，县域城镇化本质上已经脱离仅依靠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小城镇范围内的城镇化。此

外，安徽省的肥东县、肥西县和福建省的晋江市等

众多百强县都远超小城镇的定义范围。因此，县域

城镇化研究应当跳出小城镇视角，从全局出发，统

筹好不同规模县域的城镇化。

第二，县域工业化与特色经济的混淆。城市化

不能仅仅依靠城镇化来推动，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

础，城镇化离不开工业化发展的物质支撑。当前有

不少学者关注县域“去工业化”的讨论，认为绝大部

分中西部县域根植于小农经济，已经失去工业化的

可能（安永军，2019；袁梦等，2022）。著名经济学家

张培刚曾阐述过工业化的内涵，认为工业化是国民

经济中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

农业现代化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是其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张培刚，2008）。在当前实现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全面推进县域工业现

代化不可或缺。新时代工业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

式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协调新型城镇化、农业农

村现代化、信息化，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的

工业化。面对仍然是小农经济主导的中西部县域，

抛弃工业化只是顺应城县乡三栖式城镇化的被动

举措，无法解决内部不稳定风险，发展县域经济，筑

牢经济根基才是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长久之策。

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大多

数学者认为县域特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干预和

制度完善。尤其是中西部县域本身具有浓厚的小农

经济基础，发展特色经济离不开政府支持。政府干

预县域特色经济不在“招商”，更在于完善制度、促进

要素自由流动和营商环境的建设。其次特色与距离

决定工业化方式。陆铭认为离大城市的距离决定特

色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同时特色经济的强度也会

影响需求总量（陆铭，2021）。例如安吉的茶业、常熟

的羽绒服产业都具有非常强的特色，供应全国市场，

工业发展更具专业化、规模化特征，从而面临更多的

市场竞争，乡村社会结构会被打破，推动城镇化发展

（胡晓映，2023）。对于没有特色或者特色不够强的

县域产业只能受限于距离，供应中心城市或附近城

市，无法形成足够的内生动力进行规模扩充，城镇化

水平也相对滞后。例如没有进行加工升级的农产品

只能供应给城区，很多中西部县域旅游业也具有此

类特点，六安市金寨县的旅游业仅仅依靠资源禀赋，

没有形成特色产业链，其市场需求只能来自周边地

区。县域工业化与特色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县域工

业化要以特色经济为基础，要依赖县域的区位优势、

资源禀赋和丰富要素，做强做大县域特色经济；特色

经济需要有工业化手段（产业化）来振兴，乡村振兴

的重要手段就是产业振兴。

2.现实困境

第一，县域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区域不平衡

态势仍然明显。长江经济带指长江沿岸的经济圈，

其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行政区覆盖了九省二

市。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覆盖了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四个省市，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三个

省份，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个省

市。从长江经济带上游到下游分别分布着成渝城

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成为带动

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受到增

长极强度以及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长江经济带上

中下游县域发展各有差异，是我国东西失衡在县域

尺度下的微观映射。因此，本部分以长江经济带为

例，探究县域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从县域城镇化水

平的洛伦兹曲线看（见图 1），2000—2020年长江经

济带县域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趋于收敛态势，基尼

系数从 2000 年的 0.4135 降到 2020 年的 0.1977，县

图1 2000年、2010年、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城镇化水平

洛伦兹曲线

数据来源：2000年、2010年、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

资料》，2000年、2010年、2020年相关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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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间城镇化发展差异逐渐缩小。

从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空间格局分布看（见

图 2），尽管 2000—2020 年县域城镇化水平明显提

高，但仍然呈现明显的东中西失衡态势。将大于等

于 0.6、0.2—0.6 和 0.2 以下分别定义为高水平城镇

化、中等水平城镇化和低水平城镇化，并分别说明

其空间变化情况。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低城

镇化县域由整个经济带连片式分布到自东向西消

退的碎片化分布转变，受到地理区位的限制，低水

平城镇化县域侧重分布在省界边际地带，相比于下

游地区，经济带上中游地区低城镇化边缘分布的特

点更加明显。中等水平城镇化县域范围受到城市

群辐射的影响，以城市群为点中心向四周范围持续

扩大且中游地区扩散范围更广。高水平城镇化县

域由以市辖区为点的碎片式分布向以城市群为点

的连片式分布转变：上游长三角城市群覆盖范围持

续扩大，除安徽北部外，其余地区基本实现了城市

群连片式布局；中游城市群数量明显增加，逐渐形

成以武汉子群、环珠潭子群和鄱阳湖子群为主的中

游城市群；上游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范围持续

扩大，但受地理区位的影响对周边地带的辐射作用

有限，以贵州为核心的黔中城市群辐射作用不

明显。

综合而言，尽管2000—2020年县域城镇化率不

断提高，区域差异有所缩小，城市群的辐射范围持续

扩大，但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仍然存在，

部分县域存在县域收缩现象，且地区之间城镇化速

度存在很大差别，区域发展不平衡态势仍然明显。

第二，中西部县域承接能力不强，存在产业结

构趋同短板。在区域协调的总体规划目标下，产业

的承接、转移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靠

近东部沿海城市群或中心城市的县域经济本质上

是城市经济的脚（贺雪峰，2022），而中西部县域经

济仍然保持乡村特点。中西部县域承接产业转移

既需要考虑自身是否具有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物

质基础，也需要考虑区域整体经济增长，若不考虑

自身承载力，注重短期效益，盲目进行城市建设和

发展产业，必然会造成低投资回报率、高资源闲置

率和高政府负债率。此外，强制进行产业转移会加

强城市内部竞争，降低整体增长效率。

为了方便比较不同县域的产业结构，本部分对

市辖区和狭义县域（用县表示，下同）进行比较讨论

（见表2）。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产业结构发展情

况看，市辖区和县产业结构差异大，从两者变化趋

势对比看，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市辖区具

有更大的产业要素引力。从产业结构的纵向时间

变化情况看，上中下游产业结构均呈现第一产业比

图2 2000年、2010年、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城镇化

空间格局

数据来源：2000年、2010年、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

资料》以及2000年、2010年、2020年相关县（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底图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注：以2021年行政区划为准，共处理 1070个县级单元，

图中无数据部分为缺失数据。

400 km

（a）2000年

（b）2010年

400 km

（c）2020年

4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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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迅速缩小，第三产业占比逐渐超过第二产业。从

横向对比看，上游市辖区第二产业增速明显，其比

重逐渐超过中下游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表现

为下游大于中游大于上游；下游县第二产业占比最

高，远超上中游。综合两者对比，上中下游县与市

辖区有着相似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产业发展路径

存在趋同趋势，市辖区的第二产业有从下游向上中

游明显转移的态势，县的第二产业变化态势与之相

反，仍然呈现第二产业发展向东部集聚趋势。2020
年下游县的第二产业占比明显超过上中游县，但对

于中西部而言，县相较于市区第二产业发展不具有

比较优势。

第三，县域城镇化面临人口结构失衡，公共资

源供需失衡问题。首先是县域回流人口数量增加，

人口抚养压力增大。人口流动是推进城镇化建设

的核心，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从城镇化率和人口流

入的关系看（见图3），随着城镇化率逐年增加，长江

经济带上中下游流入人口差呈现先增大后缩小的

倒U型态势，上中游城镇化率所增加的流入人口数

量明显上升。这意味着随着东部空间饱和带来的

就业生活压力增大以及中西部城市群和中心城市

吸引力增强，人口向中西部回流态势明显。

根据表 3，2000—2020年市辖区人口规模显著

增大，而县的人口规模在不断缩小，人口总体向市

辖区流入趋势明显，结合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人

口流入情况，人口向中西部回流趋势下，市辖区仍

然是人们回流动态下的空间锚定，县面临人口流

出压力。在人口结构上，县比市辖区有更大的抚

养压力，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赶超市辖区。从抚

养比的变化情况看，市辖区和县的人口抚养比都

经历了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结合刘易斯转

折点，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劳动力由农村向城

市涌入，降低了城市人口抚养比，随着城镇化持续

推进，在人口红利下降和我国巨大的老龄人口规

模对劳动人口占比的稀释作用下，城市人口抚养

比增加。此外，县的少儿抚养比明显高于老年抚

养比以及市辖区的少儿抚养比，这意味着县域城

镇化的推进还包含了教育资源的供给问题，当教

育向县域下沉不充分时，进城务工将会继续拉大

县与市区的差距。

其次是县域城镇化面临教育、养老资源供需不

平衡问题。过去以大城市为导向的异地城镇化造

成了严重的乡村留守儿童问题，乡村教育存在普遍

的供需失衡现象。随着县域经济发展以及交通、通

信技术的成熟，县域逐渐代替大城市“撑开”了乡村

居民在城乡之间的家（白美妃，2021）。“离土离乡”

的异地城镇化向县域城镇化的转移意味着原先的

乡村教育向县城教育转移，县城成为解决农村儿童

教育问题的新的关键场所。此外，城镇化推动着教

数据来源：2000 年、2010 年、2020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

鉴》，2000年、2010年、2020年相关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表2 2000年、2010年、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产业结构

总市区

总县

上游市区

上游县

中游市区

中游县

下游市区

下游县

2000年

第一
产业

0.18
0.37
0.21
0.42
0.19
0.36
0.14
0.28

第二
产业

0.43
0.32
0.42
0.28
0.40
0.34
0.47
0.40

第三
产业

0.39
0.31
0.37
0.31
0.42
0.30
0.39
0.32

2010年

第一
产业

0.09
0.23
0.11
0.26
0.09
0.23
0.07
0.16

第二
产业

0.49
0.42
0.51
0.38
0.49
0.43
0.49
0.49

第三
产业

0.42
0.35
0.38
0.36
0.42
0.34
0.45
0.35

2020年

第一
产业

0.07
0.18
0.10
0.23
0.10
0.17
0.04
0.11

第二
产业

0.37
0.34
0.39
0.30
0.37
0.35
0.36
0.42

第三
产业

0.56
0.48
0.51
0.48
0.57
0.48
0.60
0.47

图3 1982—2020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镇化率与流入

人口占比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中国

人口普查年鉴》和1995年、2005年、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来源：2000年、2010年、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

资料》。

表3 2000年、2010年、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人口结构

人口规模
（万人）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人口老龄化

2000年

市辖区

53.69
0.48
0.27
0.21
0.09

县

50.42
0.51
0.38
0.14
0.08

2010年

市辖区

62.99
0.32
0.19
0.13
0.10

县

49.09
0.42
0.28
0.14
0.10

2020年

市辖区

72.30
0.43
0.22
0.20
0.14

县

47.74
0.53
0.31
0.22
0.15

（%）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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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在城乡间的重新分配，乡村教育规模缩减，

中小学面临合并、取消趋势，因此在县域内部既存

在城镇化推动下乡村儿童增加带来的县城教育问

题，也同过去一样存在着乡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

题。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带来社会养老压力

增大。在就业、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是年轻家

庭向县城的迁移，在故土情结和进城退路的选择

下，农村老人多留村养老，农村空巢老人现象仍然

普遍。因此，在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视乡

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问题。

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

实现逻辑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现代化强国目标的

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

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中国式现代化的

特征决定了县域城镇化的总体任务，作者从人口规

模巨大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个现代化特征入

手，分别阐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

发展的实现逻辑。

1.人口规模巨大化对县域城镇化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

人口规模巨大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问

题始终是我国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县

域城镇化要牢牢把握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带来

的机遇和优势。根据《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

2022》，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县域人口占比 52.5%，

县域人口规模优势明显。人口规模优势是县域城

镇化发展的本质保障，是县域内部消费潜力的体

现。同时超大规模的人口空间迁移为县域城镇化

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我国的城镇化制度经历了

从严格管控到放松管控再到积极推动的渐进式改

革过程，其中包括户籍制度由限制进城到推进人口

市民化的变化、土地制度由计划管控到集约化管理

的变化以及城市规划由限制发展到都市圈城市群

协调发展的变化（李兰冰等，2020）。这些制度的放

松促进了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当前县域城镇

化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政策红利和人口自由流动时

期，因此需要把握好机遇，继续推进制度完善，促进

人口自由流动。此外，人口规模巨大化的现代化也

意味着县域城镇化发展面临人口结构失衡。这警

示县域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强化公共服务供给，缓解

社会养老、医疗、教育压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完善县级医疗卫生体系和养老体系，扩大

县域高质量教育资源供给。同时人口空间迁移必

然带来部分县域收缩和乡村空心化问题，因此公共

服务建设要以人口、经济实际规模为基准，避免扩

大化供给，防止脱离实际、盲目建设数量过多和不

适合的公共设施，造成资源浪费。

2.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县域城镇化

以人为核心

县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层行政领域，推

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符合共同富裕生产力发展

与公平分配的属性（周慧等，2023）。在县域层面上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重点在低收入群体，增加低收

入者收入，缩小城乡间区域间收入差距，以实现扩

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需求。“十四五”规划中

提出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巩固脱贫成果，建立

农村低收入群体长效帮扶机制，优化分配结构，发

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协调作用。在

初次分配中县域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坚持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效率、注重公平，畅通

农村劳动、土地等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促进中心

城市、城市群周边县域发展配套产业和关联产业，

创办县域产业园区，引导农民返乡就业，同时推进

中西部县域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富民产业，实

现县域城乡居民增收。此外，推进农村土地改革，

实现土地资源在城乡间的重新配置。当前我国的

农村土地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实现县域农村土地

改革不仅是适应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需要，也要同乡

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严

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巩固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民”。因此，推进县域城镇化不仅要重视农民

提供劳动获得的报酬，也要重视土地作为农民的财

产性收入获得的租金、利息等收入，提高农民收入

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促进农村地区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发挥再分配在县域层面通过税收、转移

支付和社会保障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优化税收

制度，完善县级单位分税制管理体制，协调县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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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事权，打通县域发展制度阻碍，并实施创新型

税收激励，给予县域创新企业税收优惠，完善县域

经济转型升级；加强上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

付，尤其是中西部县域和生态功能区，缓解县域财

政困难，保障县域财政收入增长，缩小县域之间的

经济差距；促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对

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服务，完善县域教育体系、医

疗体系、养老体系，提升县域福利水平。

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县

域城镇化重视物质和精神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

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既是“仓廪

实、衣食足”，也是“懂礼、明道”。这要求必须以人

为本，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实现人外在物质资产

的积累，注重人内心世界的建设。县域城镇化发展

需要注重乡村物质文明的建设。县域城镇化向上

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吸引资本、技术、劳动要素流

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县域经济，向下与乡村

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加快落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拓宽农民致富渠道，发展乡村产业，推进特色产业

集群建设，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县域城

镇化的发展也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

设关键在文化，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到党的十九大“坚定文化自信”，彰显

了文化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乡村文

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城镇化带来城乡人口空间

交换，同时伴随着乡村地域被侵犯，乡村与城市、传

统与现代深刻的文化冲突，造成了乡村文化秩序价

值的解构（赵霞，2011），乡村文化在传统和现代的

碰撞中被重建。县域是融合乡村与城市的最佳空

间，因此，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着重塑城乡文化、实现

城乡融合的现实任务。

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县域城镇化

坚持绿色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始终坚持走生态优先道路，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3年，《新时代

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详细阐述了我国绿色发展

理念和实践经验。县域城镇化延续了新型城镇化

“民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单卓然

等，2013），强调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建立生

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空间体系。推进县域城

镇化绿色发展，首先，要以低碳循环理念为指导，促

进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建设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促

进经济转型发展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

基础之策。将绿色循环理念贯穿到生产、流通、消

费各个方面，最终实现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

降，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其次，要形成经

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绿色空间布局，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统筹规划好县域城乡生

产生活用地，推进居民点从分散到集中布局。最

后，推进县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县域环

境基础设施，是完善县域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也

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手段。

五、推进县域城镇化的路径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从完善体制机制、促进县域新

型工业化、促进供需均衡、加强文化传承四个方面

给出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1.完善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机制体制，实现制度

性供给

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破除制度

屏障，包括县域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制度的完

善优化。一是深化县域户籍制度改革。在人口流

动不受约束的前提下，受到“个人理性”和“经济理

性”的综合作用，人口流动遵循最优配置导向，从不

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最终形成地区人均收入

差距趋同，达到“空间均衡”状态（陆铭等，2022）。

而户籍制度的存在严格阻碍了人口自由流动的最

优配置路径，造成不充分、不均衡的城镇化以及城

市内医疗、教育等稀缺性竞争性的福利在户籍人口

与非户籍人口间的分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应当

持续放宽落户限制，并推进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福

利均等化。《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

点任务》中提出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常住

人口300万人以下城市落户限制。2023年昆山市、

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统一基于《苏州市户籍准

入登记管理办法》，取消积分落户政策，并将租赁房

纳入落户条件内，同时取消了购房时间、面积、社保

时间的限制，并在苏州市内实现区县社保互认等一

系列制度改革，大大放宽了落户限制，此外对于城

市群、都市圈内县域应加强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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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互认，实现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优先畅通城市

群、都市圈内县域人口流动。

二是加快县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宅基地使用

制度以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从当前我国

县域农村土地制度实践的现状看，由于地区的经济

发展状况、资源禀赋都具有显著差异，尤其是中西

部县域和东部沿海经济带县域工业化水平和城乡

融合程度的巨大差异，使同样的土地制度在不同的

县域实践路径上有所偏差（贺雪峰，2018）。在农村

土地“三权分置”的不断完善下，中西部县域农村闲

置土地多由承包方承包、流转或者由政府征用进行

生产，农户依法享有征用后的补偿。但这其中常常

伴随着承包纠纷，例如补偿多少合适，流转后的土

地向谁补偿，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等。因此，在

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应当加快完成

土地确权，引导、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并积极建设

县级产权交易机构，减少合同纠纷。中西部县域农

民进城后，并没有放弃农村宅基地，农村宅基地仍

是农民心中的老家和退路选择（晋洪涛等，2022）。

除了少部分中西部旅游县域可以将宅基地作为经

营使用，大多数宅基地不具有财产性质，因此中西

部县域宅基地目前不具备完全退出的动力。不同

于东部沿海经济带县域集体土地具有的财产属性，

中西部县域集体土地仍然遵循严格限制非农化的

制度规定，服务于农业经营和生产（仇叶，2023），因

此中西部县域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首先需要突破

非农化的约束，立足于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创新集

体土地资源利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三是推进县域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是政府优

化公共服务、完善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相较于省

市的财政权力，县域拥有更窄的财税权力，这使得

县域财政收入相对有限。尤其是经济落后的中西

部县域，政府生产公共服务的能力更加被限制。进

行县域财政权力放权和分权是保障县域财政实力

的重要基础。首先，扩大“省直管县”的改革范围，

赋予县域更多的财政管理自主选择权，改变县级政

府在财政税收、财政预算支出上的不利地位，提升

县域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其次，加强

上级政府对县域转移支付的力度，尤其对中西部落

后县域的财政倾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最后，防范县级政府的债务风险。例如典型的贵州

省独山县“天下第一水司楼”巨额形象工程的建造，

片面追求政绩造成高负债。从根本上防范高负债

危机，需要建立县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机

制。此外，县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需要符合经

济规律，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不能盲目举债而

忽视其中的负债成本。

2.促进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特色经济

更新中西部县域去工业化的错误认知，夯实产

业基础，综合评估自身资源条件、区位条件并选择

符合实际的产业。城市群或中心城市周边的县域

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融入中心城市发展中，

统筹对接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划，强化自身的工业基

础，更新升级基础设施，积极承接周边城市的产业

转移和要素下沉，发展关联性特色经济，与周边城

市形成产业错位发展，实现功能互补。对于远离中

心城市或处于省市边界区的县域，由于不具有区位

优势，产品市场需求量小，知名度低，此类县域多以

农业生产为主，实现特色经济发展应当发展高附加

值农业，延长产业链，进行产业纵向延伸，发展现代

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促进农业—加工业、农业—

旅游业、农业—文化产业或者工业—旅游业、工

业—文化产业融合。同时推进“互联网+模式”，例

如“互联网+销售”“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旅游”等

形式，为市场需求提供更大的实现空间。例如，河

南省泌阳县的香菇产业和山东省莱阳市的预制菜

产业都通过产业高附加值加工转变成具有足够特

色的县域主导型产业（李婧瑗，2023）。此外，县域

工业化发展应当坚持科学规划，适度发展。例如山

西省安康市的各个县域仍然是“一县多业”的发展

模式，产业分散且县域之间产业同质化严重，恶性

竞争突出，未形成规范化的产业集群，企业退出机

制不完善，“僵尸”企业占用园区资源等。这样的问

题多集中在中西部县域以及人口流出的县域，突破

此类县域工业化瓶颈，需要打造县域主导产业，做

大“一县一业”，支撑经济发展，同时建立市县联合

的产业协会，统一管理，防止恶性竞争，完善园区平台，

建立落后企业淘汰机制，促进县域经济稳定增长。

3.促进人口与社会服务供需均衡，优化空间

布局

在教育推动的县域城镇化下，县城面临越来越

多的农村子女入学问题。城乡教育资源重新配置

成为优化县域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部分。规划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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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部教育资源配置需要对乡村和县城基础教育

需求重新评估。在乡村整合优化中小学教育设施，

合理分配基层老师，提高乡村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在县城既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下移，也要注

重教育资源公平获取，实现常住人口和教育挂钩。

对于落后县城要加强县域整体服务建设、文化建

设，积极吸引人才落户县城，有助于县域整体教育

水平提升。在县域整体养老规划中，首先要实现老

龄人口数量与社会养老服务供给平衡，并将中长期

老龄人数上涨规划在内。其次要在确保服务供给

质量基础上合理规划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以老龄人

口实际需求和行动能力提供养老服务。同时，加强

对乡村老龄化的关注，一方面在城镇化建设中保障

乡村老人的基本权利，推进乡村改革、提高农民财

产收入，同时推进乡村养老保险普及；另一方面加

强乡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将乡村传统文化融入养

老规划中，提高老人内心自豪感和满足感。此外，

人口城镇化必然带来中西部部分农村空心化和县

域收缩现象，在这些地区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

供给仍然按照人口流入地区发展规划给予“硬性”

供给，这不仅造成政府负担过重、资源闲置浪费等

问题，也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因

此，除了加强县域教育和养老公共服务，也要以县

域城乡居民服务需求为导向，避免教育服务、养老

服务的“硬性”供给。

4.加强文化传承，促进绿色发展

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县域

城镇化发展的现实任务。加强文化建设，首先要加

强县域历史文化保护，保护地方古镇、街区，以保留

县域历史空间特色、景观特色为基础灵活开展县域

建设，对传统建筑翻新处理，严禁随意破坏。其次

要深入挖掘县域特色文化民俗，丰富内容，创设地

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形成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最后

建立新乡贤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高

文化认同感，加强县域文化自信，同时优化升级县

域服务效能，时刻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县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载体。促进县

域经济绿色发展，首先要以循环低碳理念为指导，促

进县域特色经济发展。立足县域特色优势资源，统

筹推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发展，强化

科技和装备支撑，将机械化、生物化、生态化应用到

产业发展中，打开县域现代化产业发展的前景。其

次要形成经济发展与县域内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的绿色空间布局。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

规划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效控制建设用地，

防止过度扩张，对生态用地严格保护，加强生态区监

管，以维护县域生态系统稳定和完整。此外，对生产

生活空间进行集中建设，推进产业集约化建设和管

理，淘汰落后、污染企业，鼓励发展生态旅游业，推进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同时对居住用地集中规

划，合并分散化、落后化居民点，统一建设管理，对闲

置农地、住宅地集中清理，盘活农村用地。最后要积

极推进县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垃圾处理体

系，建立垃圾分类系统，升级垃圾清运设施，严格管

控污染危害大的垃圾，对医疗卫生垃圾进行集中处

理。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完善县城污水排放系统，及

时更新修复污水排放管网，对乡村地区建立完备的

污水收集排放设施，严禁污水排放入河。对生产生

活用水进行分流改造，升级污水处理设施，严格管控

污染企业用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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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ment，Realization Logic and Path Choice of County Urb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ou Jialai Zhang Xiaofan Zhou Hui
Abstract：Urbaniz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modernizatio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exploration of the dilemma，realization logic and path selection of county urb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re the key points of exploring urbanization road and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firstly，county urbanization has e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and its
evolution proc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Secondly，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we need to recognize the theoretical misunderstanding and get rid of the realistic dilemma. To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misunderstanding lies in updating the concept of county urbanization，distinguishing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urbanization， rural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pers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industrialization to avoid confusion between count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economy；To get rid of the realistic dilemma，firstly，it is necessary to get rid of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reas in counties and to converg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secondly，it is necessary to get rid of the difficulties of weak industrial
undertaking capacit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vergence in coun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irdly，it is necessary
to get rid of the imbalanc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the im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education and old-age resources in
counties. Thirdly，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termine the realization logic of county urbanization，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huge population size means that county urbanization faces population advantage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requires county urbanization to be people-centered，the coordina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requires county urbanizatio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struction，an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requires county urbanization to adhere to green development. Fourthly，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ounty urbanization includes five aspects：system guarantee，new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population
and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County Urbanization；Chinese Modernization；County Economy；Realizatio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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